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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现代国有企业在西方国家从产生到发展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西方国有企业的兴衰起伏，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同时证明了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也有生存空间。西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表明：更好地承担公共职能和实现市场化是国企改革的两大主要目标；股份制改造和创造良好竞争环境，是国企改革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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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企业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存在几乎与资本主义的历史一样悠久，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的出现，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约30年。出于战争需要，美国对一部分私人企业实行了国有化，还投资兴建了一些国有企业。此后，英、法等国也将一部分私人工矿企业收归属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等国的国有军需企业也大量增加。

国有企业大发展时期，始于30年代大危机以后，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以法国为例，法国在此期间经历了三次国有化浪潮。1936年，执政的社会党为缓和民众与大型垄断组织的矛盾，对铁路、航空、部分军需企业等实行了国有化，建立了法国国有铁路公司，控制了两大飞机制造厂，并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对部分军工企业实行了国有化。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发生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许多企业受到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无力自我恢复，为迅速完成经济重建，法国政府在1945到1946年间，颁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律，先后将雷诺汽车公司、法兰西电力公司、法兰西煤炭煤气公司、法兰西银行、国民工商银行以及30多家保险公司收归属国有。1981至1982年，法国掀起了第三次国有化浪潮，主要原因是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后，法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市场供需矛盾突出，国内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使经济增长放缓。为启动生产，缓解社会矛盾，法国政府于1982年2 月颁布了国有化法律，决定采取大规模的国有化措施。要求拥有2000名职工以上的工业企业都要收归属国有，银行全部实行国有化。经过这次国有化运动，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达4300多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营业额占工业企业总营业额的比重从22%提高到40%；出口额占到34.%；投资额从15%提高到30%。这是法国国有企业历史上的高峰时期。此后，虽然法国又经历了1986和1993两次私有化改革浪潮，但是法国政府始终控制着能源、交通、电讯等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非竞争性公共服务行业。2002年7月，法国新政府再次列出了电力、燃气、航空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计划，但是由于无法兼顾国家、投资者和企业员工利益，改革进展缓慢，社会矛盾显现，最终效果还有待观察。另外，法国在航空航天、电子等高科技领域和军工部门，依然保持着一定数量的公有企业。除法国以外，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及大批中东欧国家，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其中英国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70年代后期的10%，下降到2001年的2%。

尽管国有企业总量有所减少，但国有企业依然在西方国家占有重要地位。截止2001年末，德国国有企业的数量仍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产值所占比例也大致如此。素有福利国家之称的北欧国家，其国有企业长期活跃在经济舞台。瑞典国有企业遍布各地，产业分布也十分广泛，从森林工业到影剧院经营，从电讯到医药生产。根据瑞典政府发布的报告，目前该国国有企业有大约20万名员工，2001年国有企业为瑞典带来了约等于人民币180亿元的净利润。

        瑞典国有企业2001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单位：10亿瑞典克朗）
	2001年
	2000年

	营业收入
	294.2
	246.7

	税前利润
	26.1
	29.6

	净利润
	17.4
	20.5

	总资产
	962.9
	859.6

	经营现金流
	31.3
	47.4

	总投资
	129.0
	89.7

	员工人数
	201,059
	196,758

	平均回报率%
	10.3
	12.9

	股息
	9.1
	12.1


(资料来源：瑞典政府国有企业２００１年年报)

几经国有化和私有化，国有企业并没有从西方世界消失，而且仍然分布在西方国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国有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现阶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俄罗斯的私有化历程似乎能够证明这一论断。在对国家经济进行“休克式”疗法的改革以后，到1997年年底，俄罗斯国有企业中的58.9%实现了私有化，但是私有化并没有带来对原有企业的资本投入和技术改造，也没有达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目标。莫斯科“利加乔夫”汽车厂和“莫斯科人”汽车厂，在实现了私有化以后，新的所有者没有能力使企业恢复运转，这两家企业最后又不得不收归国有。1996年，俄罗斯调整了私有化政策，将私有化重心从数量转向质量，将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作为私有化的终极目的来考虑。同时，俄罗斯更加重视国有经济的地位和管理。根据俄罗斯政府有关文件，俄罗斯已开始强调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国家应控制对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在俄罗斯著名科学家、国家科学院院士阿巴尔金主编的《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一书中，阿巴尔金指出俄罗斯需要进一步加强国有经济改革，在完善相应法律和经济组织机制、提高国有经济运行效率的基础上，增加对落后地区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

二、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条件

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史中，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国有化浪潮以后，都会有私有化趋势出现；而在每次私有化过程中，又可以听到许多反对的呼声。直至今天，国有企业是否应该存在，在西方理论界和政界仍争论不休。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家需要主动干预经济，左翼政党执政，国有企业进入快速扩张期；而在国家干预经济失效或者经济进入良性运转轨道后，右翼政党掌权，私有化的呼声就会高起来。因此，西方国有企业的命运是同经济走势和政党政治密切联系的。深入揭示西方国有企业发展规律，就必须了解国有企业赖以生存的经济理论基础和政治条件。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部对西方经济理论界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凯恩斯所阐述的“有效需求原理”和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期的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也在事实上为此后西方国家国有化浪潮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依据。凯恩斯认为，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减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规律作用下，缺乏管理的经济最终都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造成消费和投资减少，充分就业目标无法实现。为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凯恩斯主张政府应采取干预和调节经济的措施，进行积极的需求管理。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扩大公共投资，主办公共工程，增加社会投资和就业总量，带动私人经济部门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从根本上推翻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被西方经济学者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及其后数十年的蓬勃发展，始终伴随着西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与成长。

凯恩斯主张国家应当积极地调节经济，但并没有提出国有制应当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将凯恩斯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47年，汉森出版了《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一书，提出了混合经济思想。在书中，汉森重申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并认为充分就业仍然是政府调控的主要目标。与凯恩斯的主张有所不同的是，汉森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崩溃，必须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重建新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既不是过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是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同时又能充分发挥国家经济调控作用的新的经济制度，即“混合经济制度”。汉森明确提出政府应当通过设立国有企业的方式，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发展社会事业。他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制定长期投资计划，通过发行债券、银行贷款和征税等手段筹集资金，设立国有企业。汉森的混合经济思想，后来又得到了萨缪尔森、加尔布雷斯等著名经济学家的支持。70年代中后期，西方社会在经历高速发展阶段之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对此也无能为力。此后，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一度盛行，这一时期也是西方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的时期。

就在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也在实践中频频碰壁之际，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又于20世纪80年代登上西方学术舞台。其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至今仍然活跃在西方学术、经济和政治领域。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经济学》中，分析了政府和市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他充分肯定了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认为总体来看市场能够保护经济效率，但由于市场不能实现商品、劳务和资本的连续出清，经济资源经常处于过剩状态，因此为实现帕累托最优，政府必须适当干预经济。 斯蒂格利茨肯定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他指出，西方国家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国有企业可以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和不同的比例。他认为找到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经济上的适度平衡是经济分析的中心问题。
在西方国家，任何经济思想付诸实践都离不开政党和政府的支持，而西方国家左翼政党国有化理论的产生比凯恩斯主义的诞生要早得多。自我标榜代表工人阶段利益的英国工党，是欧洲国有化政策较早的支持者。1906年，成立仅6年的工党有29名候选人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工党在议会中的势力迅速壮大。他们提出了矿山国有化法案，表明工党国有化思想已初现端倪。1918年，工党通过了新党章，其第四条款明确了工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在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以及对于每项工业或服务业实行公共管理或监督的最有效制度基础上，确保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得到他们的全部劳动果实，以及尽可能的最公平分配。”此后，英国工党在二战期间两度组阁，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有化进程。1945年，工党在竞选纲领中再次声称自己为“社会主义政党”。

在工党活跃于英国政坛的同时，法国的社会党、共产党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也相继通过单独或联合执政，将国有化主张付诸实践。然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让全面国有化或者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议会政治的方式和平实现，资产阶级更不能容忍政治权利被剥夺。另外在西方国家国有化过程中，也确实存在诸如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政府干预过多等等问题，因此尽管国有化浪潮在西方几度兴起，最后都没有也不可能使公有制完全代替私有制。1995年，工党领袖布莱尔提出的关于修改党章的建议获得通过，新党章明确宣称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其目标不再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建立一种“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在这一经济体中，繁荣的私营部分将与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结合在一起。新党章表明工党放弃阶级对抗，主张社会调和。在此之前，布莱布就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即打破传统的左派、右派分界线，停止长期以来使政治走向两极分化的争辩，开拓新的领域。在政策主张上，布莱尔认为政府应增加对工业和教育的投资，赋予工业增长的活力；在公私营部门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社会需求。1997年5月1日，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布莱尔政府积极实践其"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对福利、教育、交通、医疗保险及司法等制度进行改革，增加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投入。

英国工党政治纲领和政治命运的变化，是法、德、瑞典等等许多欧洲国家左翼政党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左翼政党从所谓“无产阶级代言人”，演化为阶级调和的倡导者，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稳定发展的成熟期。国有企业比重不断缩小，私有制始终占有国民经济主体地位，这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本质的现实表现。另一方面，从国有化理论与私有化理论的博弈结果看，双方都没有完全消灭对方。即便是撒切尔政府在７0年代末掀起的长达十余年的大规模私有化浪潮，也没能使英国全部国有企业实现私有化。国有企业作为调节经济的特殊手段和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反而顽强地站稳了脚跟，说明其在西方社会仍然具备存在基础。从理论层面看，完全的计划经济和完全的自由主义也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目前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将政府干预与发挥市场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当前不应该讨论国有企业应不应该存在，而是研究国有企业有必要在哪些领域存在，以何种形式存在，以多大规模存在。

三、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及存在的问题

在国有企业兴起和发展的几十年间，西方国家也逐步形成了一套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主要分为几个方面，立法管理、行政管理和企业内部管理。

1、 立法管理

在以私有制企业为主体的西方国家，人们习惯于将国有企业视为与政府存在特殊关系的企业。因此，为了保持私人企业的公平竞争机会，保持政府在经济中的中立者地位，西方国家大多通过立法对国有企业的设立、解散和职能等作出严格规定。

法国对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负责人的任命、企业财务、税收、工资等各个方面，都制定了明确的法律和法规。美国制定了《政府公司控制法》，以明确国有企业的法律地位。德国的《企业组织法》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作出规定。西方国家还大多通过立法明确国会中专门负责国有企业管理的机构，如英国下院的国有化工业小组委员会、意大利国会的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具体负责国会对国有企业的立法和监督，负责起草有关国有企业的法律草案，必要时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出质询。英国还在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公用事业领域，针对电力、煤气、通信等不同行业特点，分别制定了行业法规，为每一行业指定监管机构，规定监管机构职能。

2、 行政管理

    西方国家政府根据各自国情制定了不同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从比较松散的美国式国有民营到政府控制较多的意大利国家参与制，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可谓各有特色。结合我国特点，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法国、英国和芬兰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

法国国有化程度较高，国家掌握着一批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而且法国一向将国有企业视为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主要措施有：

（1） 指定政府职能部门为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如财经部、工业部、邮电部、国防部等，都管理着一部分国有企业。

（2） 选派代表进入企业董事会，任命董事长或决定董事长人选提名，保证国家对企业的领导。

（3） 向企业派驻稽查员和主管部门代表，监督企业日常经营。

（4） 设立国家审计法院，对企业实施审计监督。

此外，对于一些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法国政府还从价格、工资和投资方面保持控制。

英国国有企业由政府部门的大臣指定的董事会管理，董事会成员通常既包括行业内的高级经理、又有业务经验丰富的外部人士。董事会负责企业在政府同意的策略范围内的日常营运，大臣有权否决董事会决定，但必须以透明公开的方式进行。政府致力于在战略高度指导企业发展。企业需提前9个月向政府主管部门呈送五年规划，主管部门和财政部将就企业的战略、投资计划和财务需求以及对政府的总体财政有何影响进行探讨，并将国有企业的净借款或补贴，计算在政府的总体预算之内。

芬兰也指定了不同的政府部门为国有企业主管部门。其贸易和工业部管理着22家国家控股或参股的企业，2001年，这22家企业为芬兰政府创造了33.5亿欧元的红利，企业总市值达到219亿欧元，其中政府持股总额为64亿欧元。贸工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资产价值，保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在管理手段上，政府很少直接插手企业内部事务，而是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保证企业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如公开企业财务、前景预测和高管人员薪酬；维护公司董事会对于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将外部专家引入董事会。2001年，贸工部还建立了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备选人才库，以使更多拥有丰富的商业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为国有企业服务。

3、 企业内部管理体制

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体制与我国推行的现代企业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从领导体制看，西方国有企业一般由政府指定的董事会领导，由董事会聘任的职业经理人，按照政府预先确定的指导思想进行日常经营；在经营机制上，政府仅向企业下达指导性指标，企业在生产经营、工资福利、用工制度等方面拥有较大自主权。但对于财务、投资事项，政府限制一般比较多。

这里以经营比较好的英国邮政总局为例，对西方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作以说明。英国邮政总局是目前英国仅存的几家大型国有企业之一，1987-1997年的10年间，它共向政府上缴利润超过17.5亿英镑，并获得了90%以上的顾客满意率。管理委员会是邮政总局的决策机构，管委会成员由政府任命。政府还要制定企业的战略发展规划、财务计划和工资及价格计划。总之，政府拥有对邮政总局的实际控制权。邮局管委会的具体职责是：①制定公司的中长期战略规划，确定公司长远发展方向。②任命下属部门和委员会成员。③审查经营状况，确保完成政府计划。④审核主要的财务和投资决策。邮政总局的日常管理由总经理负责，下属信件服务、包裹和快件、门市服务、订购服务公司和后勤服务等五大部门。

4、 西方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国有企业在西方广泛存在，并且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得不承认，国有企业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最近20年来，与私营企业相比西方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亏损严重、效率低下等现象，西方社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80年法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额为36亿法朗，1984年骤升至370亿法朗；意大利三家最大的国家控股企业伊里公司、埃尼公司和埃菲姆公司，1975-1985年间几乎年年亏损。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总体经营状况也不甚景气。西方国有企业之所以经营绩效不理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其管理体制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政企不分，政府过分限制企业自主权，企业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致使其在与私营企业的竞争中经常处于下风。

具体分析，西方国家政府与企业的主要矛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同时怀有商业动机和政治动机的政府部长们经常参与企业决策，使得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在财务指标和公众利益间摇摆，“骑墙”政策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比如，在某些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垄断行业，定价是关系企业效益和公众利益的敏感问题。而政府作为垄断价格的制定者和企业的经营者，即要考虑企业利润指标的完成，又要保护公众利益不受损害。所以，经常是在政府财政指标受到关注时，政府定价会倾向于企业；而在公众对价格过高不满意，特别是在选举期内，政府就会更多地考虑公众利益。在政府“骑墙”政策的指挥下，企业年度盈利计划经常无法完成，企业经营者对未来也难以作出准确预测，从而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

（2） 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大部分西方国家政府都保留了对国有企业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但实践证明，政府缺乏工业和商业知识，也缺少市场运作经验，政府对企业重大事务特别是投资的决定，往往始于某种政治目的或项目支持者的鼓动，这种对投资项目先入为主的支持性意见，经常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从而干扰了政府决策的正确性。

（3） 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企业自身成长动力受到压制，这主要是由于政府与企业双方互不信任造成的，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尽管企业经营者由政府指定，但政府通常不能肯定管理层的决定是出于提高企业效率的考虑，还是出于管理者自身利益的要求，因此也就不敢过多地给企业以自主权；另一方面，政府决策变数难料，直接影响了企业经营者对于自身工作的信心，这成为经营者偏离经营目标的重要因素。

（4） 为保证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和国有企业利润，政府倾向于维护某些行业的垄断局面，对于引入竞争表现不积极。竞争在提高产品质量、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不能发挥，国有企业缺少外部压力，这使得公众利益和企业长远利益都受到损害。

四、西方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进展

国有企业在西方国家的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国企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又促使西方国家不断地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调整。最近二十余年来，西方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是非国有化。

英国是在国有企业中推行自由化和非国有化最积极，成效也是最突出的国家。１９７９年撒切尔政府上台后，主张建立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理想市场经济体系。其手段之一就是推行非国有化。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间，英国陆续出售了英国石油公司、宇航公司、联合港口公司和国际航空无线电公司的股票，将上述公司变成公众持股公司。此后的十年间，一大批分布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又被出售，垄断部门的国有企业也未能幸免。截止目前，英国已经出售了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余下的国有企业产值仅占全国的约２％。在此期间，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数欧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同以往私有化有所不同的是，本轮私有化的政治色彩比较淡，无论左翼政党还是右翼势力，都不再追求纯而又纯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或者完全的私有化，而是从提高企业效率、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务实角度，考虑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间寻找合适的比例关系，实现双方的协调发展。

对大量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以后，西方国家政府的财政负担大大减轻。改革以前，英国每年要对亏损企业补贴４３亿美元。通过出售国有企业股份，英国政府已获得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的收入，同时每年至少可以从实现私有化的企业获得５０亿美元的税收。改革后的企业，目标明确为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拥有充分自主权。政府干预企业决策的行为受到限制。针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得以建立，企业经营行为趋于理性化，决策过程也更加透明。同时，一些垄断部门企业在实行私有化以后，失去了原有垄断地位。竞争的引入使得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明显提高，而价格却有所下降，使公众福利整体提高。

当然，西方国有企业私有化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国家在出售股份的过程中，经常会低估企业价值。如英国煤气公司的股票以54.34英镑的价格出售，一周后该股票价格就上升至６１英镑；自来水公司的股票以５２英镑价格出售，一周后也上升到６４英镑。这直接导致了公众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其次，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以后，往往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大规模裁员或降薪，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就业压力，并造成劳资矛盾，引起社会动荡。第三，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没有完全破除垄断，掌握了企业控制权的股东得以恢复行业垄断地位。更严重的是，公众分散持股使得巨额资本得以有效控制企业，并通过交叉持股方式形成新的垄断集团。在法国，法国兴业银行与法国通用电气公司之间、法国商业信贷银行与法国通用电气公司之间，苏伊士金融公司与圣戈班公司之间都相互持股。有西方学者认为，私有化可能导致垄断资本主义。

西方国有企业另一个新变化是，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有所放松，企业自主经营能力增强。政府对国有企业过于严格的管制和过多干预，直接导致企业运转的低效率。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英国、意大利等过去对企业管制较多的国家，近年来都出现了放松趋势，政府力求建立各自独立、协调合作的新型政企关系。对于那些主要履行公共职能的企业，政府为其制定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考核指标，并制定了一些新的管理措施：如实行合同定购、加强财务监督、核定政策性亏损指标及相应补贴等等。以增强企业改善自身经营状况的紧迫感。同时，随着大批竞争性国有企业被推向市场，竞争压力迫使国有企业迅速增强自身的经营能力和实力，转变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制度。

五、西方国有企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有企业与我国国有企业有本质的不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国有制，是总资本家所有制，实际上还是私有制。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国有企业所有权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而并不属于全体人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归全民所有，国家代表人民行使企业所有权。从作用上看，西方国有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起辅助作用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引导整个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尽管如此，西方国有企业和中国国有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仍然具有许多共同点。这些国有企业在力求有效经营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公共职能，在经营过程中也都暴露出政企不分、业绩不佳等等问题。因此，西方国有企业发展与变革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国有企业的公共职能应该得到应有重视。通过回顾西方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不难得出结论，西方国家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首要目的并不是经营获利，而是希望国有企业能够以企业行为实现政府的政策意图，以达到政府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因此，为了保证国有企业实现这部分公共职能，西方国家能够长期容忍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亏损，并支付大量补贴。实践证明，国有企业在增加就业，引导投资，平衡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以促进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方面，确实能够发展独特作用。在我国改革之初，由于国有企业是国内主要的企业形态，亏损面较大，国家负担沉重。曾有人提出，为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要将其全部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这种提法过分强调了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而没有注意到国有企业的公共职能也需要保障。事实上，在某些经济效益较差而社会效益较好的特殊行业或特殊领域，非常需要国有企业的进入。比如，某些高科技领域或基础研究领域，投资风险较大，短期内回报较少，民间投资往往不愿进入，但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启动朝阳产业的角度考虑，又必须有人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作用往往能够体现。此类企业行为的价值是很很难以单个企业获利多少来衡量的。但是直到目前，国有企业所创造的社会效益仍然缺乏有说服力的评价体系，除利润指标以外，许多国有企业在公共职能方面的作用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此在努力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如何保证其公共职能不缺失而且得到强化，是我国国企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

（2） 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实行股权多元化改革，有助于提高企业自主经营能力。始自８０年代初的西方私有化浪潮，使大批国有企业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转为私有或大众持股，国家只是保留少量股份甚至完全退出。西方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收效比较明显，国家财政负担明显减轻，企业内部激励和约束机机制得以建立，政企不分现象基本消除，企业效益明显提高。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对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并且对国有经济布局作有进有退的调整，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但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合搞股份制改革。对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的重点国有企业，国家必须保证绝对控制；对于那些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也没有必要为了改革而改革；对于处于夕阳产业而且自身素质已经非常差的企业，应该更多地采用并购重组、整体破产的方式处理，而不应该指望外部资本会愿意购买这类企业的股票。同时，解决国有企业问题也并非“一股就灵”，俄罗斯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足以为我们所借鉴。企业在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同时，还要注意做好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素质等基础性工作。

（3） 为了保持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一些西方国家还采取各种措施用以保证国家在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的特殊权益。一是“金股”制度(Golden Share)。即通过立法或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在一定情况下，按照规定的程序,政府对企业决策有否决权。 二是设定“优先选择权”(Preferential Option)。即对一定股份设定“优先选择权”，在一定情况下,政府有权按固定价格重购这一部分股份，从而形成多数行使控制权。 三是不受一般商法约束的例外规定。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通过立法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持少量股份的国家，可派代表在董事会或监事会中占多数席位。 四是限制外国投资规定，即规定外国投资比例。例如到目前为止，美国对航空公司中的外国资本比例仍限制在50%以下。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在实行了股份制改革以后，有的完全实现民营化，国家失去了对企业的发言权，有的企业里国家股“一股独大”，政企不分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借鉴西方经验，国家可以在股份制改革方案中加入限制国家股权利或保留某些权利的内容，以减少外部资本进入企业的顾虑，同时防止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4） 股份制改造未必是国企改革的必要条件，创造良好竞争环境也许更重要。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先决条件是要有相对成熟的市场竞争环境。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提出，没有理论或者实践能够证明完全的国有化和完全的私有化哪一个正确，但是竞争形成的外部压力对于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的电信行业引入局部竞争以后，电信企业发生的一些积极变化已经能够说明这一问题。接下来国家需要通过立法继续清除各种障碍，在部分公共行业和金融、电信等领域不断引入竞争机制，改善竞争环境，允许符合条件的外部资本更多地进入垄断行业，从而推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参考文献：
1、 魏礼群　戴桂英等：《市场中的国有企业》，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
2、 金碚：《中英国有企业改革比较》，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
3、 刘中桥：《中西方国有企业发展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
4、 罗红波　戎殿新：《西欧公有企业大变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８月.
5、 李玉平　佟福金：《西方经济新视角》，西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
6、 余翔：《国有企业之路——俄罗斯》，兰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２月.
7、 顾士明：《西方国有企业改革比较研究》，《经济管理》２０００年第１２期.
8、 李兆熙：《挪威国有控股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治理》，《经济管理》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9、 傅光明：《国有企业产权管理的美英模式》，《经济日报》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10、 王敏旋：《西方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11、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
12、 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13、 阿巴尔金：《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２０１５年最佳方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７月.
14、 Britain 1996, An Official Handboo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

15、 Kramer DC: State Capital and Private Enterprise, New York, 1998.

16、 Privatization in Europe-west and East Experience, edited by Ferdinan do Targetti , Pub. Dartmouth, 1992.

17、 the Swedish State-owned companies Year Report in 2001.

18、 State-owned companies developed in 2001,by The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of Finland.

19、 Tony Blair, The Third Way Is the Best Way,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 27,1998.

20、 Mattew Bishop, John Kay and Colin Mayer, Privatization and Economics Perform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作者单位：纪玉山，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跃文，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